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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上游大中型水库碳排放量估算与分析：以 ＩＰCC 国家温室气体清
单指南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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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双碳”背景下，我国能源结构面临持续转型发展。 作为清洁可再生能源，水电开发是近年来长江上游水资源开

发利用的重点工作。 然而，筑坝蓄水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区域碳排放情况。 评估水库碳排放量是客观、科学认识水电清

洁能源属性的基础，是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基于 ＩＰＣＣ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层级 １（Ｔｉｅｒ １）的方

法，以长江上游 ２４个中、大型水库为案例，探讨长江上游典型水库生命周期内的碳排放量，并通过蒙特卡洛模拟对估算结

果进行不确定性分析及模型参数的敏感性分析。 结果显示，２４ 个水库的生命周期碳排放量分布在 ０．０３４２ ～ １４０．５９ Ｔｇ
ＣＯ２ｅｑ的区间内，总排放量达到 ２６４．０５ Ｔｇ ＣＯ２ｅｑ（其中，ＣＯ２排放量占 ９．１２％ ，ＣＨ４排放量占 ９０．８８％ ），单位发电量的碳排放

均值为 ３．３０ ｇ ＣＯ２ｅｑ ／ （ｋＷ·ｈ）（０．０１～１７．６４ ｇ ＣＯ２ｅｑ ／ （ｋＷ·ｈ）），最小、最大值分别出现在锦屏二级水库和彭水水库。 此外，
敏感性分析发现，在模型涉及的参数中，营养程度调整系数的不确定性对最终估算结果的不确定性起主导作用，下游 ＣＨ４
通量与水库水 气界面 ＣＨ４通量的比值敏感性最小。 研究工作可为后续推广应用 ＩＰＣＣ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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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变化已被确认为当前人类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并将在未来几十年继续影响人类生存与社会

经济可持续发展［１］ 。 改变能源结构、大力推广低碳的可再生能源并彻底取代传统化石燃料，是实现《巴黎协

议》预期目标的重要途径。 在可再生能源中，水力发电占据重要的地位。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底，全球水电总装机

容量达到 １３０８ ＧＷ，水力发电量约占世界总发电量的 １６％ ［２］ ，水电在全球可再生能源中占比约 ６２．１１％ ［３］ 。
作为技术成熟可靠、经济低廉且安全性较高的可再生能源形式，发展水电已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优化能

源结构方面的首要选择，为减少各国碳排放提供了巨大的潜力［４⁃５］ 。
尽管水电生产过程并未发生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发电系统中的剧烈氧化反应，但水库型水

电项目因筑坝蓄水等导致土地利用类型发生变化，导致了淹没区域大量有机质降解，产生 ＣＯ２、ＣＨ４等温室

气体，对全球气候变化产生潜在贡献［６⁃９］ 。 自 １９９３年，Ｇａｇｎoｎ 和 Ｖａｔｅ［１０］较早开展水库水 气界面温室气体

通量监测分析以来，国际学界对水电产生的温室效应具有不同的看法，就水电是否为清洁能源展开了激烈

讨论［７，１１⁃１４］ 。 １９９５年，Ｆｅａｒｎｓｉｄｅ［１１］研究发现，在发电量相等的条件下，位于热带雨林地区的水库的温室气体

排放量相当于一座化石燃料发电厂的温室气体排放量；２００９ 年，Ｑｉｕ［１２］在 Ｎａｔｕｒｅ 发表题为“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ａｍ
ｍａｙｂｅ ａ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ｍｅｎａｃｅ”的文章，认为三峡工程产生了严重的 ＣＨ４威胁；Ｂｅｒｔａｓｓoｌｉ等［１３］认为尽管通过减少淹

没面积有效减少水电碳足迹，但即使是径流式水电，它们的温室气体排总量也是很大的，因此作者提出在亚

马逊地区应避免所有类型水电的扩张。 但 Ｌｉ等［７］对溪洛渡和向家坝两个水电工程进行生命周期碳足迹评

估，发现其生命周期碳排放量具有显著的低碳优势；Ｓｕｍａｎ［１４］强调水电等可再生能源有效减少了温室气体

排放，微型水电工程仅在 ２０１８年就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量 ３３４２ ｔ ＣＯ２ｅｑ。 传统观点认为，因淹没土地导致有

机质降解，水库蓄水初期单位面积排放的温室气体一般高于湖泊、河流等自然水体，同时水沙情势改变也给

水库提供了有利于 ＣＨ４产生的环境条件［１５］ 。 因此，量化水库生命周期内的碳排放对探究水电低碳清洁属性

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水库碳排放与水电碳足迹在概念上存在本质性的区别［１６］ 。 水库的生命周期指的是水库由首次蓄水至

设计运行水位或正常水位开始，直至水库完全失去其使用功能或至拆坝的时间范围［１７］ 。 水电工程的生命周

期则包括了工程建设前期、施工建设、运行维护和拆坝恢复 ４个阶段。 作为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基础设施，一
方面，大坝修建与水库蓄水运行的目的不仅在于水电能源生产，还提供了包括防洪抗旱、供水灌溉、旅游航

运等多种服务功能。 另一方面，一些水利水电工程项目并不需要通过筑坝蓄水、淹没陆地而实现发电，如径

流式电站。 因此，水库碳排放仅是蓄水式水利水电工程生命周期碳足迹的一部分。
目前，对于水库碳排放量的监测和模型估算，在全球范围内已开展了不少研究工作。 但是，由于各研究

监测方法及数据处理方式存在差异，导致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而原位监测对人员、设备和时间周期的限制

因素较多，相比之下模型研究有助于指导水库规划与建设，是该领域值得拓展与深化的研究手段［１８］ 。 ２０１７
年，国际水电协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oｎａｌ Ｈｙｄｒoｐoｗｅｒ Ａｓｓoｃｉａｔｉoｎ，ＩＨＡ）颁布了其牵头组织开发的水库温室气体净排放

量模型（Ｇ⁃ｒｅｓ Ｔooｌ），该模型可以对全球水电案例温室气体排放的估算［９，１８］ 。 但由于使用该模型时需具备较

完善的水库及流域相关的参数（如：水库增温层深度、磷浓度、淹没土壤碳含量、近岸带比及年均净流量等），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部分无较详细信息记录或未建成水库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核算工作。 另一方面，政
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ＰＣＣ）于 ２０１７年启动了对《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以下简称为《指南》）的精

细化修编工作，２０１９年正式颁布该清单指南［１９］ 。 《指南》提供了 ３ 种不同层级、由简渐繁的方法学，对人类

活动导致的水淹地温室气体排放进行估算。 为我国大规模地开展水库温室气体排放的评估提供了重要

参考。
中国是世界上水电资源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潜在储量达到 ６９４ ＧＷ，技术可开发容量 ５４２ ＧＷ［２０］ 。 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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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２０２０年底，我国水电年发电量为 １３５５．２０ ＴＷ·ｈ，水电装机总量为 ３７０．１６０ ＧＷ［２１］ ，占我国全部装机容量的

１６．８２％ ［２２］ 。 当前，我国长江上游水电已逐步从投资建设阶段逐步过渡到运营管理阶段，生态环境约束对长

江上游流域大中型水电项目长期运营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特别是在“双碳”目标下，厘清水电项目碳排放

情况，对水利水电行业在“双碳”工作中找准定位至关重要。 综上，在《指南》 （２０１９ 年修编）第一层级（Ｔｉｅｒ
１）方法基础上，本研究选取了长江上游 ２４个中、大型水电项目，对其水库生命周期内的碳排放量进行估算，
并开展参数敏感性分析与不确定性分析以获得长江上游 ２４个大中型水电项目水库碳排放的估值范围。 研

究结果将进一步服务于上述 ２４个水电项目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评估，为更准确地核定我国水电碳排放因

子提供基础。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概述

长江上游流域指的是从长江源头到湖北宜昌的流域范围，即三峡大坝上游流域，流域面积约 １００×１０４

ｋｍ２。 长江上游流域是我国水电能源“富矿区”，包括了我国 １３ 大水电基地规划中的 ５ 个（长江上游、金沙

江、乌江、雅砻江、大渡河）。
本研究遴选了分布于上述 ５个水电基地中的 ２４座大中型水电站，经纬度在 ２６．２１０° ～ ３０．８２３°Ｎ，９９．０３４° ～

１１１．００４°Ｅ范围内（图 １），水库影响区涉及我国 ５个省级行政区划，分别为西藏自治区、四川省、云南省、重庆

市、湖北省。 库区及库区周围多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热量较为充足且湿度较大。 均镶嵌于河谷中，地形陡

峭、河谷狭窄，附近河谷多呈“Ｖ”型，部分河谷呈略宽缓的“Ｕ”型。 水库蓄水导致淹没农村及县城，其中包括

房屋、交通用地及林地、园地、耕地等土地。 此外，所选电站中，包括已投产和未投产的水电站。 其中，最早

开始满蓄发电的水电站为彭水水电站，于 ２００７年投产，尚未投产的水电站有旭龙、拉哇、巴塘等。 所选的 ２４
个水库基本覆盖了长江上游流域，且具有装机容量、正常蓄水时水面面积及库容等工程特性差距较为悬殊

的特点，在长江上游的大、中型水电工程对应的水库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图 １ 长江上游典型大中型水电站的分布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oｎ o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ｌａｒｇｅ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 ｈｙｄｒoｐo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o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o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１３４　　 Ｊ． Ｌａkｅ Ｓcｉ．（湖泊科学），２０２３，３５（１）

１．２ ＩＰＣＣ水淹地章节方法概述

ＩＰＣＣ把水淹地（ｆｌooｄｅｄ ｌａｎｄ）定义为由于人类活动（通常是通过水位调节）导致土地被覆盖面积发生变

化的水体，具体包括水库、运河、沟渠及池塘等［１９］ 。 作为一个人类改变土地利用“泛化”的概念，水淹地改变

土地利用变化可细分为以下情形：１）自然水体的表面面积增加 １０％ ；２）水体容积、流量或停留时间发生显著

变化（水体停留时间增加超过 １０％ ）。 水库修建是水淹地最重要的案例。 被淹没的土地会排放 ＣＯ２、ＣＨ４和
Ｎ２Ｏ等温室气体，排放量取决于淹没地的被淹没时长、淹没前土地利用情况、气候、上游汇水特征和管理调

控等多种特征，且排放会随空间和时间发生变化。 按照 ＩＰＣＣ 清单指南，以淹没年限 ２０ 年为界把水库划分

为 ２个时期：库龄小于 ２０年为蓄水初期，对应“土地转化而成的淹没地（ ｌａｎｄ ｃoｎｖｅｒｔｅｄ ｔo ｆｌooｄｅｄ ｌａｎｄ）”；淹
没超过 ２０年的水淹地对应“一直被淹没的淹没地（ｆｌooｄｅｄ ｌａｎｄ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ｆｌooｄｅｄ ｌａｎｄ）”，分别对 ＣＯ２排放总

量和非 ＣＯ２排放总量进行计算，非 ＣＯ２仅考虑 ＣＨ４。 关于 Ｎ２Ｏ 排放问题，ＩＰＣＣ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的观

点认为［１９］ ，水系统中 Ｎ２Ｏ的排放主要来自于陆地人类活动所产生的 Ｎ输入（人工固氮、废水排放、化肥使用

与面源污染等），故在 ２００６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方法学中将 Ｎ２Ｏ 排放的估算纳入了农业面源版块，避免在

水系统中重复计算。 上述观点延续至 ２０１９年方法学修编中。 因此，本研究暂不涉及水库 Ｎ２Ｏ排放。
在 ＩＰＣＣ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方法学中，每一项方法学均提供了 ３ 个不同复杂程度的层级（Ｔｉｅｒ １ ～ Ｔｉｅｒ

３）。 层级 １到层级 ３随着复杂性增加、参数增多而评估结果的不确定性逐渐减少，不确定性的减少基于更

加有针对性且可靠的排放因子或温室气体估算模型。 其中，层级 ３ 要求淹没水体所在国家具备其特定排放

因子、模型或基于测量提出的估算方法，否则应具备足够的数据和资源来获取上述信息并进行验证。 层级 ２
建议根据各个水库的实际温室气体通量监测值及叶绿素浓度来估算排放因子，大坝下游排放量应根据实测

上、下游气体通量进行估算。 而层级 １为基础计算模型，它的提出是为了满足所有国家的温室气体清单核

算需求，包括缺乏专业知识或缺乏相应数据的国家。 本研究将主要采用层级 １ 的方法对水库进行生命周期

碳排放估算，同时以层级 ２作为参数选择的补充依据。
１．３ 方法

１．３．１ 水库生命周期内碳排放估算　 ＩＰＣＣ认为，对蓄水初期的水库（库龄≤２０ 年时），由于其淹没区域淹没

了大量土壤和植被等，水库处于土地利用快速转化期，需同时计算 ＣＯ２和 ＣＨ４的排放量。 蓄水初期过后（库
龄＞２０年），水库排放的 ＣＯ２主要来自流域范围内其他土地类别的外源碳输入，此时的 ＣＯ２排放在其他土地

利用类型中考虑，即归结于林地、耕地和草地等其他面源污染。 因此，对于蓄水超过 ２０年的水库仅估算 ＣＨ４
排放量。 针对上述计算规则，ＩＰＣＣ形成了以下学术共识：在水库全生命周期中，水文情势与泥沙过程发生改

变，ＣＨ４排放量反映该变化过程产生的永久且不可逆的影响［１９］ 。 而水库的 ＣＯ２排放量在短期内反映其淹没

土地导致的有机碳降解；长期情景中则表征碳排放的“空间转移”，即并非因人为筑坝蓄水而增加的排放，因
此在长期情景中，ＣＯ２排放量可不予考虑［８，１９］ 。 水库 ＣＨ４排放量估算为水库表面的排放量和水库内产生但

迁移到大坝下游的排放量这两个部分的总和，两个部分的排放均由扩散和冒泡两种方式产生（详见附表

Ⅰ）。
１．３．２ 不确定性和敏感性分析 　 碳排放量估算模型的不确定分析方法通常包括：误差传递法和蒙特卡洛

（Ｍoｎｔｅ Ｃａｒｌo）分析法。 其中，误差传递法较为简单，但需要满足较为严格的假设条件（例如数据类别间无显

著相关性、不确定性小于数值的±３０％ 或呈正态分布） ［２３］ ，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误差传递法的准确使用。
蒙特卡洛分析法需要更多计算所涉及得数据的概率分布信息，它的应用取决于是否能够获取概率分布信

息，且此方法可以为预测值的不确定性提供一个更有代表性的置信区间。 当不确定性很大、分布呈现非高

斯分布，且算法是复杂函数时，蒙特卡洛法将较为适用［２３］ 。 敏感性分析可确定各参数的不确定性如何影响

评估结果的不确定性［２４］ 。 本研究中估算结果的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各参数取值的不确定性。 ＩＰＣＣ 为确保

其估算公式的准确性，每个参数均给出推荐值及概率分布范围。 其中，αｉ、Ｒｄ，ｉ及 ＧＷＰ 均为非高斯分布且不

确定性大于±３０％ 。 综上，本研究选用蒙特拉洛法进行不确定性及敏感性分析，设置试验次数为 １００００ 次并

执行计算机仿真。 不确定性分析与敏感性分析中，把参数 ＥＦ、Ｒｄ，ｉ设定为 Ｂｅｔａ Ｐｅｒｔ分布，αｉ、非化石燃料燃烧

ＣＨ４全球增温潜势（１００年）定义为均匀分布（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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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参数取值及其不确定性分布情况［１９］∗

Ｔａｂ．１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oｆ ｅａｃｈ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ａｎｄ ｉｔｓ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oｎ［１９］

参数 数值 分布 下边界 上边界

ＣＯ２ ＥＦ ／ （ ｔ ＣＯ２ ⁃Ｃ ／ （ｈｍ２·ａ）） ≤２０年时 温暖干燥区 １．７ Ｂｅｔａ ＰＥＲＴ １．６６ １．７５
温暖湿润区 １．４６ １．４４ １．４８
炎热潮湿区 ２．７７ ２．７１ ２．８４

ＣＨ４ ＥＦ ／ （ｋｇ ＣＨ４ ／ （ｈｍ２·ａ）） ≤２０年时 温暖干燥区 １９５．６ Ｂｅｔａ ＰＥＲＴ １７６．９ ２１４．７
温暖湿润区 １２７．５ １２１．５ １３３．４
炎热潮湿区 ２５１．６ ２３６．６ ２６６．７

＞２０年时 温暖干燥区 １５０．９ Ｂｅｔａ ＰＥＲＴ １３３．３ １６８．１
温暖潮湿区 ８０．３ ７４ ８６
炎热潮湿区 １４１．１ １３１．１ １５２．７

营养状态调整系数 αｉ 贫营养型 ０．７ 均匀分布 ０．７ ０．７
中营养型 ３ ０．７ ５．３
富营养型 １０ ５．３ １４．５

超富营养型 ２５ １４．５ ３９．４
ｆｌｕｘＣＨ４ ｒｅｓ ／ ｆｌｕｘＣＨ４ｄoｗｎｓｔｒｅａｍ，Ｒｄ，ｉ ０．０９ Ｂｅｔａ ＰＥＲＴ ０．０５ ０．２２

ＧＷＰ（１００ ａ， ＣＨ４ ⁃ｎoｎ ｆoｓｓｉｌ） ２７．２ 均匀分布 １６．２ ３８．２

∗参数 ＥＦ、αｉ、Ｒｄ，ｉ取值来源于 ２００６年 ＩＰＣＣ《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２０１９修订版）第四卷第七章［１９］ ，ＧＷＰ 估计值来源

于《２０２１ ＩＰＣＣ第六次评估报告》 ［１５］ 。 此外，Ｂｅｔａ ＰＥＲＴ分布的下边界和上边界值分别定义为 ９５％ 置信区间的最小值和
最大值。

１．４ 数据来源

水利水电工程的合理使用年限参照《水力水电工程合理使用年限及耐久性设计规范》 （ ＳＬ ６５４
２０１４） ［２５］并结合所涉及项目的工程类别确定。 排放因子（ＥＦ）根据水库所处气候带结合划分的气候区域进

行选择，本研究涉及的水库均属温暖湿润区。 营养程度综合考虑国家地表水水质数据发布系统（ ｈｔｔｐ： ／ ／
１０６．３７．２０８．２４４：１０００１ ／ ）发布的观测点位 Ｎ、Ｐ 浓度以及已公开发表的实测叶绿素 ａ（Ｃｈｌ．ａ）浓度进行营养状

态等级划分。 目前，针对过坝消气释放的研究相对较少，目前尚未有针对所研究水库的长时间序列的实测

值、统计值以支撑大坝上下游甲烷排放通量比值 Ｒｄ，ｉ的取值，因此暂时以默认值进行估计（表 １）。 此外，本
研究涉及的各水电站装机容量、年均发电量、正常蓄水时库区平均水深等工程及水库特性数据主要来源于

各水电站环评报告，并以《２１世纪中国水电工程》 ［２６］作为补充。 各水库使用年限、营养状态调整因子等参数

见表 ２。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长江上游主要水库的基本特征

本研究所选水利水电工程规模跨度较大（图 ２），装机容量的观测值范围（即 １．５ 个 ＩＱＲ 范围内的值）为
３９０～６０００ ＭＷ，２５％ ～７５％置信区间内装机容量为 １６２５ ～ ４０５０ ＭＷ，５０％ 对应 ２３５０ ＭＷ，平均装机容量为

４４００．４２ ＭＷ，标准偏差（ＳＤ）达到 ５４９６．５１ ＭＷ，统计学意义上的异常值分别是我国装机容量最大的 ４个水电

站———三峡、白鹤滩、溪洛渡及乌东德。
各水库控制流域面积的 ２５％ ～７５％置信区间为 １４．７７×１０４ ～２７．９４×１０４ ｋｍ２，最小观测值和最大观测值分

别为 ６．６×１０４和 ４３．０８×１０４ ｋｍ２，对应两河口水库和白鹤滩水库。 所研究的水库在正常蓄水时水库面积在 １．５
ＩＱＲ内的范围为 ０．８９～１３３．６５ ｋｍ２，此处下边缘值即最小值，对应较大型水电站———锦屏二级水电站（装机容

量＝ ４８００ ＭＷ）的水库。 各水库水面面积的中位数为 ２７．６５ ｋｍ２，均值达到 ９５．８１ ｋｍ２，略大于上四分位数的

９４．３０ ｋｍ２，下四分位数为 １５．４５ ｋｍ２。 装机容量最大的三峡水库和白鹤滩水库，正常蓄水时水面面积分别达

到 １０８４．００和 ２１６．４９ ｋｍ２，约为中位数的 ４０和 ８倍。 而水库正常蓄水时库容的 １．５ ＩＱＲ范围为 ０．１４０１×１０８ ～
１１５．７×１０８ ｋｍ３，２５％ ～７５％置信区间内库容范围为 ４．８１４×１０８ ～ ５０．２０５×１０８ ｋｍ３，均值接近于上四分位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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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１１７×１０８ ｋｍ３，５０％位数接近于下四分位数，为 ９．６３５×１０８ ｋｍ３。 三峡水库和白鹤滩水库的正常库容超出上

边缘值，达到 ３９３×１０８和 １７９．２４×１０８ ｋｍ３。

表 ２ ２４个水库的基础信息和参数取值

Ｔａｂ．２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ｆoｒｍａｔｉoｎ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ｖａｌｕｅｓ oｆ ｔｈｅ ２４ ｒｅｓｅｒｖoｉｒｓ

序号 项目 装机容量 ／ ＭＷ 气候区
（ＩＰＣＣ划分）

正常蓄水

水库面积 ／ ｈｍ２
使用年限 ／
ａ［２５］

αｉ（推荐） αｉ范围

１ 三峡 ２２５００ 温暖湿润区 １０８４００ １５０ ３ ０．７～５．３
２ 白鹤滩 １６０００ 温暖湿润区 ２１６４９ １５０ ３ ０．７～５．３
３ 溪洛渡 １２６００ 温暖湿润区 １３３６５ １５０ ０．７ ０．７
４ 乌东德 １０２００ 温暖湿润区 １２７１０ １５０ ３ ０．７～５．３
５ 向家坝 ６０００ 温暖湿润区 ９５６０ １５０ ３ ０．７～５．３
６ 锦屏二级 ４８００ 温暖湿润区 ８９ １５０ ０．７ ０．７
７ 瀑布沟 ３３００ 温暖湿润区 ８４００ １５０ ３ ０．７～５．３
８ 观音岩 ３０００ 温暖湿润区 ５０８７ １５０ ０．７ ０．７
９ 两河口 ３０００ 温暖湿润区 １０９２９ １５０ ３ ０．７～５．３
１０ 金安桥 ２４００ 温暖湿润区 ２０８５ １５０ ０．７ ０．７
１１ 梨园 ２４００ 温暖湿润区 １４３９ １５０ ０．７ ０．７
１２ 旭龙 ２４００ 温暖湿润区 １６５１ １５０ ３ ０．７～５．３
１３ 叶巴滩 ２３００ 温暖湿润区 ２０４８ １５０ ３ ０．７～５．３
１４ 鲁地拉 ２１６０ 温暖湿润区 ５９８７ １５０ ０．７ ０．７
１５ 阿海 ２０００ 温暖湿润区 ２２６７ １５０ ０．７ ０．７
１６ 拉哇 ２０００ 温暖湿润区 ２７６５ １５０ ０．７ ０．７
１７ 龙开口 １８００ 温暖湿润区 １３２７ １５０ ０．７ ０．７
１８ 彭水 １７５０ 温暖湿润区 ４１４８ １５０ １０ ５．３～１４．５
１９ 杨房沟 １５００ 温暖湿润区 ９３０ １００ ０．７ ０．７
２０ 苏洼龙 １２００ 温暖湿润区 １８３８ １５０ ３ ０．７～５．３
２１ 巴塘 ７５０ 温暖湿润区 ５４５ １００ ０．７ ０．７
２２ 银盘 ６００ 温暖湿润区 １１２４ １００ １０ ５．３～１４．５
２３ 金沙 ５６０ 温暖湿润区 ５９７ １００ ３ ０．７～５．３
２４ 银江 ３９０ 温暖湿润区 ４１６ １００ ３ ０．７～５．３

图 ２ ２４个水库的装机容量（ａ）、控制流域面积（ｂ）、正常水位下的水面面积（ｃ）及库容（ｄ）的分布情况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oｎ oｆ 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ｄ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 ｃoｎｔｒoｌ ｂａｓｉｎ ａｒｅａ （ｂ），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ｒｅａ ｕｎｄｅｒ
ｎoｒｍ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ｃ）， ａｎｄ ｓｔoｒａｇ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ｄ） oｆ ｔｈｅ ２４ ｒｅｓｅｒｖoｉ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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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长江上游主要水库碳排放估算结果

水利水电工程使用年限内水库碳排放量预测结果如图 ３所示，误差线为不确定性分析中 ９５％ 置信区间

的取值范围。 根据 ＩＰＣＣ水淹地国家温室气体清单 Ｔｉｅｒ １方法估算结果，所研究的 ２４个水库中，长江上游各

水库生命周期内的平均碳排放量分布区间为 ０．０３４２～１４０．５９ Ｔｇ ＣＯ２ｅｑ，均值为 １１．１３ Ｔｇ ＣＯ２ｅｑ，总排放量达到

２６４．０５ Ｔｇ ＣＯ２ｅｑ。 其中，ＣＯ２排放量占 ９．１２％ ，ＣＨ４排放量占 ９０．８８％ 。
本研究案例水库所属的水电工程中，装机容量最大的是三峡、白鹤滩及溪洛渡水电工程，其中三峡水库

和白鹤滩水库也是生命周期内碳排放量最高的两座水库，排放量分别达到 １４０．５９ Ｔｇ ＣＯ２ｅｑ（４２．７６～２８６．３７ Ｔｇ
ＣＯ２ｅｑ）和 ２７．７８ Ｔｇ ＣＯ２ｅｑ（８．５～５６．３３ Ｔｇ ＣＯ２ｅｑ）。 而由于溪洛渡水库正常蓄水时水面面积相对较小且营养程

度较低，因此其碳排放量低于所研究水库中 ２９．１７％的水库，寿命期内的碳排放量为 ５．１４ Ｔｇ ＣＯ２ｅｑ（３．６９～６．６８
Ｔｇ ＣＯ２ｅｑ），仅为三峡水库碳排放量的 ３．６６％ 。 所属水利水电工程装机容量最小的为银江、金沙及银盘水电

工程，对应的水库寿命期内碳排放量分别为 ０．３９（０．１３ ～ ０．７６）、０．５５（０．１８ ～ １．１０）及 ３．１７（１．４４ ～ ５．６１） Ｔｇ
ＣＯ２ｅｑ。 锦屏二级水电项目总装机容量为 ４８００ ＭＷ，在所研究的水利水电项目中排在前 ３０％ ，但其生命周期

内的碳排放量却是最小的，仅为 ０．０３４２ Ｔｇ ＣＯ２ｅｑ（０．０２４４～０．０４４６ Ｔｇ ＣＯ２ｅｑ）。 这是因为锦屏二级水库属于贫

营养型水库，且根据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可知，该水库正常蓄水时水面面积仅为 ０．８９ ｋｍ２，是所研究的所有

水库中水面面积最小的水库。 在单位发电量的碳排放研究中（图 ３），２４个水库的均值为 ３．３０ ｇ ＣＯ２ｅｑ ／ （ｋＷ·
ｈ），在 ０．０１～１７．６４ ｇ ＣＯ２ｅｑ ／ （ｋＷ·ｈ）的区间内波动，最小值出现在锦屏二级水库，最大值出现在彭水水库。
锦屏二级水库碳排放量远小于其他水库，但多年平均发电量较大（２４． ３７ ＴＷ·ｈ），仅次于向家坝水电站

（３７．５７ ＴＷ·ｈ），因此，锦屏二级水库单位发电量的碳排放最小。 相反地，彭水水库水面面积和水体营养程度

均呈较大值，而多年平均发电量较小（６．３５ ＴＷ·ｈ），较高的生命周期碳排放量水平分配到发电量上，导致其

单位发电量的碳排放量极大。 银盘水库单位发电量的碳排放量仅次于彭水水库，为 １１．６９ ｇ ＣＯ２ｅｑ ／ （ｋＷ·ｈ）。
而三峡水库单位发电量的碳排放量较银盘水库小，为 １０．６３ ｇ ＣＯ２ｅｑ ／ （ｋＷ·ｈ）。

图 ３ 水库碳排放估算结果

Ｆｉｇ．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o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oｆ ｃａｒｂoｎ ｅｍｉｓｓｉoｎｓ ｆｒoｍ ｒｅｓｅｒｖoｉｒｓ

２．３ 评估结果的敏感性分析

通过上述不确定性分析发现，各个输入参数不确定性对最终结果的累积效应导致各水库碳排放量波动

范围较大，全局敏感性分析可帮助识别估算模型的主要控制因素。 对于特定水库而言，其所处气候区是可

以确定的，则由气候区确定的排放因子及其分布情况一定，以此为背景进行全局敏感性分析。
从敏感性分析结果（图 ４ａ）可以看出，水库营养状态调整因子（αｉ）是碳排放量估计结果产生不确定性

的主要控制因素，平均方差贡献达到了 ８６．２２％ （８１．６％ ～８７．９％ ），其次是非化石源 ＣＨ４ １００ 年全球变暖潜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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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ＷＰ１００，ＣＨ４）。 而在所有气候区中，大坝下、上游 ＣＨ４通量的比值 Ｒｄ，ｉ对结果不确定性贡献均很小，方差贡献

仅为 ０．３％ ～０．６％ 。 这是因为《指南》提供的 αｉ的取值及 ＩＰＣＣ第 ６次评估报告中更新的 ＧＷＰ１００，ＣＨ４的取值均

呈均匀分布，且在水库营养状态未知的情况下，αｉ不确定性分布范围更为宽泛（均值 ＝ ２０．０５，ＳＤ ＝ １１．１７），因
此对评估结果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而对于参数 Ｒｄ，ｉ，目前对大坝下游脱气释放的 ＣＨ４和在大坝出水口进入

河流后释放的 ＣＨ４的研究较少，已发表的研究也显示出 Ｒｄ，ｉ数值较为集中的特点，《指南》（２０１９ 年修订版）
的编撰者通过严谨的统计与验证，对 Ｒｄ，ｉ给出了较准确且精确的值（ＳＤ＝ ０．０５）。 因此参数 Ｒｄ，ｉ敏感性最小。
排放因子 ＥＦ 对北方气候带（ｂoｒｅａｌ）的水库生命周期碳排放量评估结果贡献率达到 ７％ ，显著高于其它气

候区。
在上述全局敏感性分析的基础上，对本研究水库所处的气候区———温暖湿润气候区进行敏感性分析，

以等级相关系数来表征各参数敏感性。 根据《指南》 （２０１９ 年修订版）把营养状态归为 ４ 个等级———贫营

养、中营养、富营养和超富营养，分别对应不同的 αｉ取值和分布情况（图 ４ｂ），并进一步把中营养型水库各不

确定性参数分别与水库单位面积排放量做相关性分析（图 ４ｃ）。 由于 ＥＦ 和 Ｒｄ，ｉ不受水库营养程度影响，且
呈 Ｂｅｔａ ＰＥＲＴ分布（即存在最可能值），因此在不同营养程度等级的水库中均与估算结果的相关系数较小。
各参数不确定性在富营养和超富营养型水库中与碳排放量的相关性基本一致。 对于贫营养型水库而言，αｉ

为确定数值，因此对碳排放量估算结果的不确定性几乎没有影响，最终碳排放量不确定性产生的主导因素

为 ＧＷＰ１００，ＣＨ４。 中营养、富营养和超富营养型水库生命周期碳排放量不确定产生的主导因素均为 αｉ，其次为

ＧＷＰ１００，ＣＨ４。 其中，αｉ与中营养性水库的碳排放相关性最大。 此外，这些因素中，ＧＷＰ１００，ＣＨ４表示在 １００年内非

化石源（ｎoｎ⁃ｆoｓｓｉｌ）ＣＨ４在大气中保持综合影响及其吸收外逸热红外辐射的相对作用，其数值由 ＩＰＣＣ 计算并

发布，可信度较高。 因此，尽管其较大程度地影响了水库碳排放量，但在获得更加精确且可信的数值前可暂

时不考虑通过优化该参数来降低不确定性。
由上述结果可知，在使用此模型计算水库碳排放量时，须谨慎考虑 αｉ的赋值以降低结果的不确定性，尤

其对营养程度较高的水库进行估算时，宜对水库具有代表性的采样点位系统进行长时间尺度的 Ｃｈｌ．ａ 浓度

观测来获得更精确的 αｉ。 相反，在条件有限时，ＥＦ 和 Ｒｄ，ｉ可暂时选用默认值。

图 ４ 参数敏感性分析结果

Ｆｉｇ．４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oｆ ｅａｃｈ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２．４ 长江上游水库碳排放量的主要影响因素

本研究选择淹没区迁移人口、坝高、平均水深、控制流域面积等外部因素，探讨其对长江上游主要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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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量的影响（图 ５）。 水库淹没区迁移人口与水库淹没面积、淹没前人类活动强度、自然土地以及受管理

土地占比情况等复杂特性相关，在此引入淹没区迁移人口是以此作为各水库的背景信息。 研究发现，水库

生命周期碳排放与淹没区迁移人口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Ｒ２ ＝ ０．７４，Ｐ＜０．００１），与正常蓄水时平均水深未发

现显著相关性。 水文特性中，水库生命周期碳排放与控制流域面积（Ｒ２ ＝ ０．２６，Ｐ＜０．０５）和正常蓄水库容

（Ｒ２ ＝ ０．７３，Ｐ＜０．００１）均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与正常蓄水淹没面积无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Ｒ２ ＝ ０．１６，Ｐ＜
０．１）。 其中，正常蓄水库容对生命周期碳排放的决定性最大。 此外，与产出量做相关性分析发现，水库生命

周期碳排放与装机容量（Ｒ２ ＝ ０．３２，Ｐ＜０．００５）和能量密度（Ｒ２ ＝ ０．５７，Ｐ＜０．００１）均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
水库生命周期内的碳排放是水电工程项目生命周期碳足迹核算的一个重要单元过程。 与水库碳排放

相关的主要因素涵盖各种外部变量。 由于水库碳排放与水库面积直接相关，因此，与水库正常蓄水时水面

面积相关的水库淹没区迁移人口和正常蓄水库容这两个变量对水库碳排放量均有较高的解释度且呈极显

著正相关关系（图 ５），其次是装机容量和能量密度。 此外，所研究的 ２４个水库的规模呈现出延程增大的趋

势，即水库控制流域面积与其水面面积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该趋势在位于长江干流上的水库中表现得

尤为明显。 因此，控制流域面积与水库碳排放量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而长江上游流域多位于狭长型河

谷，淹没面积受库区库底地形影响，淹没面积对碳排放量的解释度及相关性较小，水深与碳排放量甚至未呈

现显著相关性。

图 ５ 水库碳排放与工程特性和水文环境的线性拟合

Ｆｉｇ．５ Ｌｉｎｅａｒ ｆｉｔｔｉｎｇ oｆ ｒｅｓｅｒｖoｉｒ ｃａｒｂoｎ ｅｍｉｓｓｉoｎｓ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oｌo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oｎｍｅｎｔ

３ 讨论

３．１ 碳排放估算结果分析

笔者所在研究团队分别在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年对三峡水库干支流的 １９个点位和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年的 ２２个点位

进行逐月监测，对水 气界面 ＣＯ２和 ＣＨ４扩散通量采用静态箱法测量，并把点状瞬时数据在时间和空间上进

行外延（具体做法参考文献［２７⁃２８］）。 在时间上，将每月的瞬时监测值外延至全天日通量，并以全天日通量

为代表反映采样当月通量水平，进而求出全年总通量值；在空间上，是确定采样点所能代表的回水区水域面

积，并赋予其权重以加权计算整个回水区（水库边界范围内）的总通量值。 结果显示，三峡水库库龄为 １、５
和 ６年时，净排放量分别约为 １．０６、１．２５和 ０．８１ Ｔｇ ＣＯ２ｅｑ。 按照 ＩＰＣＣ《指南》，三峡水库满蓄前 ２０ 年年均碳

排放量估算的结果为 １．８４ Ｔｇ ＣＯ２ｅｑ（０．８８～３．２１ Ｔｇ ＣＯ２ｅｑ）。 将模型估算结果与基于实测数据的估算结果对比

发现，估算结果整体变大，基于实测值的估算结果接近模型估算值 ９５％ 置信区间的下边缘值（图 ６）。 三峡

水库单位发电量的碳排放量为 １０．６３ ｇ ＣＯ２ｅｑ ／ （ ｋＷ·ｈ），与由实测值外推的估算结果 ８．３１ ～ １４．４０１ ｇ ＣＯ２ｅｑ ／
（ ｋＷ·ｈ） ［２９］接近。 孙志禹等［２９］计算 ２０１０年三峡水库因发电产生的碳排放量为 １３．２ ｇ ＣＯ２ｅｑ ／ （ｋＷ·ｈ）。 两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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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水库和银盘水库单位发电碳排放量仅次于三峡水库，分别为 ８．５９和 ７．７９ ｇ ＣＯ２ｅｑ ／ （ ｋＷ·ｈ），均超过平均值

２倍以上。 除锦屏二级水库外，杨房沟、巴塘、梨园等 ９ 座水库均小于均值的 ３０％ ，维持在较小水平。 Ｚｈａｎｇ
等［３０］使用 ＩＰＣＣ《指南》估算中国两个水电工程的碳排放为 ２５．０５ ｇ ＣＯ２ｅｑ ／ （ｋＷ·ｈ），大于本研究的水库。

图 ６ 三峡水库基于 ＩＰＣＣ《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的年均碳排放量估算值与基于实测数据的碳排放量
估算值的比较（实测数据为三峡水库库龄分别为 １、５、６年时的长时间序列监测数据）

Ｆｉｇ．６ Ｃoｍｐａｒｉｓoｎ oｆ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ａｒｂoｎ ｅｍｉｓｓｉoｎｓ o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oｒｇ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oｉｒ ｂａｓｅｄ
oｎ ｔｈｅ ＩＰＣＣ Ｉｎｖｅｎｔoｒｙ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ｃａｒｂoｎ ｅｍｉｓｓｉoｎｓ ｂａｓｅｄ o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ｄａｔａ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ｄａｔａ ａｒｅ ｔｈｅ ｌoｎｇ⁃ｔｅｒｍ ｍoｎｉｔoｒｉｎｇ ｄａｔａ o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oｒｇ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oｉｒ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ｒｖoｉｒ ａｇｅｓ ａｒｅ １， ５ ａｎｄ ６ ｙｅａｒｓ）

为进一步比较国际大型水电站的碳排放情况，本研究选择了 Ｉｔａｉｐｕ、Ｂｅｌo Ｍoｎｔｅ、Ｇｕｒｉ、Ｔｕｃｕｒｕí、Ｇｒａｎｄ
Ｃoｕｌｅｅ五座电站的水库进行碳排放情况的估算，以 ｇ ＣＯ２ｅｑ ／ （ｋＷ·ｈ）作为功能单位，同本研究 ２４ 个水电站进

行对比分析（图 ７）。 上述 ５座水电站是除三峡、白鹤滩、溪洛渡、乌东德和向家坝水电站以外，在世界上排名

前 １０的水电站。 同样基于 ＩＰＣＣ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的层级 １进行估算，各水库基础信息和参数取值表

参见表 ３。 所属气候类型由水电站地理位置对应柯本（Ｋoｐｐｅｎ）气候分类法确定，并进一步按照 ＩＰＣＣ 气候

分区进行划分；水质情况参照公开发表的文献［３１⁃３３］ ；使用年限假设为 １００年［３４⁃３６］ 。 研究发现，Ｔｕｃｕｒｕí和 Ｇｕｒｉ
是所有水库中碳排放量最大的两个水库，分别达到 ２２５．８４ ｇ ＣＯ２ｅｑ ／ （ ｋＷ·ｈ）（７４．８１ ～ ４４８．１８ ｇ ＣＯ２ｅｑ ／ （ ｋＷ·
ｈ））和１５３．２６ ｇ ＣＯ２ｅｑ ／ （ｋＷ·ｈ）（５０．３２～３０６．１７ ｇ ＣＯ２ｅｑ ／ （ｋＷ·ｈ））。 其次是 Ｂｅｌo Ｍoｎｔｅ、Ｉｔａｉｐｕ和 Ｇｒａｎｄ Ｃoｕｌｅｅ
水库。 同本文中长江上游案例水库相比，所选的国外案例水库所呈现的相对较高排放强度主要与同期所处

的热带区域有关。

图 ７ 国内外水库生命周期碳排放量与能量密度的回归结果

Ｆｉｇ．７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o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oｆ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ＧＨＧｓ ｅｍｉｓｓｉoｎｓ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ｅｎｓｉｔｙ oｆ ｒｅｓｅｒｖoｉｒｓ ａｔ ｈo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oａｄ

３．２ ＩＰＣＣ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水淹地章节特点、局限性与建议

水淹地排放的 ＣＯ２主要来源于水体内被淹没的土壤有机质和其他有机物的分解、影响区其他土地类型

汇入以及生物群落（如细菌、大型无脊椎动物、植物、鱼类和其他水生物种）的呼吸作用［３７］ 。 《指南》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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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国外案例水库的基础信息和参数取值∗

Ｔａｂ．３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ｆoｒｍａｔｉoｎ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ｖａｌｕｅｓ oｆ ｔｈｅ ｆoｒｅｉｇｎ ｃａｃｅ ｒｅｓｅｒｖoｉｒｓ

序号 项目
装机容量 ／
ＭＷ

气候区
（ＩＰＣＣ划分）

正常蓄水水库

面积 ／ ｈｍ２
使用年限 ／

ａ
αｉ

（推荐）
αｉ范围

１ Ｉｔａｉｐｕ １４０００ 温暖湿润区 １３５０００ １００ ３ ０．７～５．３
２ Ｂｅｌo Ｍoｎｔｅ １１２３３ 炎热潮湿区 ４４１００ １００ ３ ０．７～５．３
３ Ｇｕｒｉ １０２００ 炎热潮湿区 ４２５０００ １００ ３ ０．７～５．３
４ Ｔｕｃｕｒｕí ８３７０ 炎热潮湿区 ２８５０００ １００ ３ ０．７～５．３
５ Ｇｒａｎｄ Ｃoｕｌｅｅ ６８０９ 温暖干燥区 ３２４００ １００ ０．７ ０．７

∗数据来源于各官方网页。 Ｉｔａｉｐｕ：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ｔａｉｐｕ． ｇoｖ． ｂｒ ／ ｅｎ ／ ｅｎｅｒｇｙ ／ ｅｎｅｒｇｙ；Ｂｅｌo Ｍoｎｔｅ：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oｒｔｅｅｎｅｒｇｉａｓａ．
ｃoｍ．ｂｒ ／ ｐｔ⁃ｂｒ ／ ｕｈｅ⁃ｂｅｌo⁃ｍoｎｔｅ ／ ；Ｇｕｒｉ：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ｖｈｐｃ．ｃoｍ．ｖｅ ／ ｈｔｍｌ ／ ｅｎｇ ／ ｐ＿ｒｅｃoｒｄｓ ／ ｐｒ＿ Ｈｙｄｒoｐoｗｅｒ＿Ｇｕｒｉ＿Ｈｙｄｒoｐoｗｅｒ＿Ｓｔａｔｉoｎ．
ｈｔｍ； Ｔｕｃｕｒｕí： ｈｔｔｐｓ： ／ ／ ｅｊａｔｌａｓ． oｒｇ ／ ｃoｎｆｌｉｃｔ ／ ｔｕｃｕｒｕｉ⁃ｈｙｄｒo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ｄａｍ⁃ａｎｄ⁃ｔｈｅ⁃ａｓｓａｓｓｉｎａｔｉoｎ⁃oｆ⁃ｄｉｌｍａ⁃ｆｅｒｒｅｉｒａ⁃ｓｉｌｖａ⁃ｐａｒａ⁃ｂｒａｚｉｌ；
Ｇｒａｎｄ Ｃoｕｌｅｅ：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ｓｂｒ．ｇoｖ ／ ｐｒoｊｅｃｔｓ ／ Ｐoｗｅｒｐｌａｎｔ。

年修订版）第 ４卷第 ７章节仅考虑将土地转换成淹没土地时被淹没的有机质分解产生的 ＣＯ２排放，因为这一

部分为筑坝蓄水人类活动直接影响的结果。 其他类型土地汇入带来的 ＣＯ２排放归结于其对应的源头排放，
生物群落呼吸作用产生的与分解有机质有关的排放反映生物群落的短期碳循环，因此均不予考虑［１９］ 。 水淹

地的 ＣＨ４排放主要产生于缺氧条件下的沉积物［３４］ 。 ＣＨ４通过扩散、冒泡的方式排放出水 气界面，大部分排

放发生在水体表面，而有一部分 ＣＨ４随水流传输到下游由脱气或扩散排放［３８］ 。
针对水淹地温室气体的估算方法，《指南》（２０１９年修订版）提供了 ３个层级的指导，并提供了决策树用

于判断使用哪一方法层级来估算水体中的 ＣＯ２和 ＣＨ４排放量［１９］ 。 层级 １到层级 ３的不确定性逐渐减少，但
不确定性的减少基于更加有针对性（如针对特定国家、特定水体）且可靠的排放因子或温室气体估算模型。
决策树显示，在具备具体国家的排放因素、模型、基于测量提出的方法，或有足够的数据和资源来开发特定

国家的排放因子、测试一个模型或基于测量的监测方法时，可以选择层级 ３ 的方法。 在层级 ２ 中，应根据各

个水库的实际测量值估算排放因子，下游排放量应根据实测上、下游气体通量进行水库碳排放量估算。 此

外，当特定水库的营养状态已知，但缺乏年均 Ｃｈｌ．ａ 浓度的记录时，可以对营养状态调整因子进行数值的选

择。 而在具备水库年均 Ｃｈｌ．ａ 浓度时，可以使用公式（αｉ ＝ ０．２６·Ｃｈｌ．ａｉ）计算出更准确的数值。 式中，Ｃｈｌ．ａ 表

示 ｉ 水库年均 Ｃｈｌ．ａ 浓度，单位为 μｇ ／ Ｌ。
层级 ３建议通过监测具有代表性的水体温室气体浓度和通量，或在精细的空间和时间尺度上测量碳排

放来评估估算排放的动态模型。 采用第 ３层级时，通常需要通过更多的技术途径（包括遥感图像，对于排水

沟可能包括高分辨率航空摄影）来获取水体分布信息、水体类型、营养状况、流速、植被等其他更多信息。 在

有足够数据支撑时，还应考虑沉积物中的碳埋藏影响。 由于以上两个层级的方法对数据量及质量要求较

高，而绝大多数水库没有足够的实测数据支持使用层级 ２和层次 ３，为配合 ＩＰＣＣ拟定全球统一协定，磋商适

用于所有缔约方的“议定书”“具有法律效力的成果”，需要有综合且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统一的”方法，以
满足缔约方在没有足够的数据时完成水淹地碳排放量估算的需求，在此背景下，指南提供了层级 １ 的方法

指南。 对于本研究而言，我国暂时不具备具体的国家排放因子、模型或基于测量提出的水库生命周期碳排

放估算方法，且无足够的数据和资源来开发特定国家的排放因子以及验证一个模型或基于测量的监测方

法，本研究主要采用层级 １的方法，以层级 ２作为参数选择的补充依据。
尽管层级 １模型的提出为水利水电工程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但是该模型也存在一些不

足。 首先是其估算结果不确定性范围大。 由于 αｉ波动范围大，不管是对不同气候区域的全局敏感性分析还

是同一气候区不同营养程度水库碳排放估算的敏感性分析，该参数均是结果不确定的主要控制因素，全局

敏感性分析中其平均方差贡献甚至达到了 ８６．２２％ （８１．６％ ～８７．９％ ）。 因此，本研究确定参数 αｉ时参考层级 ２
的建议，综合考虑国家地表水水质数据发布系统发布的观测点位 Ｎ、Ｐ 浓度及部分水库的实测 Ｃｈｌ．ａ 浓度以

尽可能降低 αｉ取值引起的不确定性。 其二，《指南》提供的方法为经验模型，依赖于对现有科研成果的整理、
归纳和分析。 受到现有科学认知、研究手段等科研进展的限制，当前的工作忽视了水库对碳的埋藏。 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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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为保证所有缔约国温室气体清单核算的进行，仅要求输入少数参数，使用调整因子或比值关系来简化

水库碳排放的驱动过程，忽视了水库碳排放量与其工程、水文特性的相关关系及物料守恒验证。 其四，无法

考虑在不同水库间水位波动的条件引起碳排放估算的特殊性。 这些工作仅能在层级 ３ 的水平上针对特定

水库进行研究。
３．３ 对长江上游水电生命周期碳排放因子核算的启示

《指南》层级 １提出的排放因子在不同气候区域之间取值不同，但使用任一默认排放因子都会导致较高

的不确定性。 为提高估算结果的准确性和精确性，各国、各流域应核算出统计学上有效的碳排放因子。 排

放因子的核算应包括监测量化及数据年化两个过程，以下分别就上述两个过程对长江上游水库生命周期碳

排放因子的核算提出建议：
１）对水库温室气体进行监测是获取排放因子的基础。 其一，应调查水库蓄水前碳排放情况。 可通过环

评报告、蓄水前的森林调查或遥感土地覆盖评估建立被淹没土地蓄水前的土地利用特征管理系统［１９］ 。 其

二，应制定在统计学上有效的采样方法，考虑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与时空异质性［１９］ ，保证时间尺度足够大且采

样选取的点位系统具有代表性。 ＣＯ２和 ＣＨ４排放动态变化对温度较为敏感，因此在整个季节周期进行测量

可有效提高精度。 采样点的位置选取应根据水动力特征确定，数量应依据公认的统计学方法确定［３９］ 。 其

三，采样不应局限于单一水库［２９，４０］ 。 长江上游水电站多为梯级电站，仅关注单一水库碳排放则无法获取普

遍适用于长江上游的排放因子，则无法进一步指导现有水库的运营或帮助新坝的选址和设计。 此外，在流

域尺度上，大坝的建设和运行使河流碳循环变得复杂［４０］ ，梯级水库加剧了对泥沙的拦截效应，从而减缓了气

候变化［４１］ 。 据 Ｍｅｎｄoｎçａ等［４２］估计，０．１５ Ｐｇ Ｃ（范围为 ０．０６～０．２５）的有机碳埋藏在内陆水体，其中约有 ４０％
储存在水库中，埋藏的一部分碳可以解释为水库的汇［４３］ ，但目前国内关于水库碳埋藏的研究有限［４４⁃４６］ ，可视

为碳汇的这部分碳埋藏暂时难以被正确量化［９］ 。 其四，对河道水质参数进行监测。 扰动效应是水库碳排放

的人为因素，应识别其他受管理土地污染源汇入水库造成的干扰，其中包括工业、采矿、耕地、养殖等带来的

点、面源污废水排放［１９］ 。
２）对监测数据进行时空上的积分和科学外延，通过机理模型、统计模型或监测结果计算排放因子。 确

定温室气体通量与环境变量之间的关系，通过监测或地理信息系统、遥感等技术手段获取包括气象、水文、
土壤及植物等相关参数信息。 当监测数据未覆盖年度周期时，由年度温度循环及水库中 ＣＯ２和 ＣＨ４产生过

程的温度依赖性、与环境因子的数值关系对监测数据进行年尺度上的平均［４７］ 。

４ 结论

本研究基于《指南》（２０１９年修订版）提出的估算模型，探究长江上游 ２４ 个中、大型水库寿命期内碳排

放量，并通过蒙特卡洛模拟对估算结果进行不确定性分析及模型参数的敏感性分析。 各水库寿命期内的平

均碳排放量分布在 ０．０３４２～１４０．５９ Ｔｇ ＣＯ２ｅｑ的区间内，均值为 １１．１３ Ｔｇ ＣＯ２ｅｑ，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三峡水

库和锦屏二级水库。 单位发电量的碳排放均值为 ３．３０ ｇ ＣＯ２ｅｑ ／ （ｋＷ·ｈ），在 ０．０１～ １７．６４ ｇ ＣＯ２ｅｑ ／ （ ｋＷ·ｈ）的
区间内波动，最小值同出现在锦屏二级水库，最大值出现在彭水水库。 同国际案例水库相比，中国长江上游

大中型水电站的清洁属性是突出的。
αｉ对最终估算结果不确定性起主导作用， Ｒｄ，ｉ的敏感性最小。 须谨慎考虑 αｉ的赋值以降低结果的不确

定性，宜对水库具有代表性的采样点位系统进行长时间尺度的 Ｃｈｌ．ａ 浓度观测来获得更精确的 αｉ。 而在条

件有限时，ＥＦ 和 Ｒｄ，ｉ可暂时选用默认值。 须投入更多系统性的采样监测，为模型估算提供有针对性（对特定

国家或特定水体）且可靠的参数取值，为建立国家 ／流域的温室气体估算模型提供更有效的数据支撑。

５ 附录

附表Ⅰ见电子版（ＤＯＩ： １０．１８３０７ ／ ２０２３．０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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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Ⅰ 基于 ＩＰＣＣ 指南层级 １ 方法计算水库寿命期内碳排放的估算模型∗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Ｔａｂ．Ⅰ Ｔｉｅｒ１ ｍoｄｅｌ ｆo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ｃａｒｂoｎ ｅｍｉｓｓｉoｎｓ ｆｒoｍ ｒｅｓｅｒｖoｉｒ ｌｉｆｅｔｉｍｅ ｂａｓｅｄ oｎ
ＩＰＣＣ Ｎａｔｉoｎａｌ Ｇｒｅｅｎｈoｕｓｅ Ｇａｓ Ｉｎｖｅｎｔoｒｉｅｓ

类别 公式

总式 Ｅ ＝ ＥＣＯ２
＋ ＥＣＨ４

ＣＯ２ ＥＣＯ２
＝ ＦＣＯ２ｔoｔ

× （ＭＣＯ２
／ ＭＣ） × ２０

库龄 ≤ ２０ 年 ＦＣＯ２ｔoｔ
＝ ∑６

ｊ ＝ １∑
ｎｒｅｓｊ
ｊ ＝ １

Ａｔoｔａｌ，ｊ，ｉ·ＥＦＣＯ２ａｇｅ≤２０，ｊ

ＣＨ４ ＥＣＨ４
＝ ＥＣＨ４，ａｇｅ≤２０ ＋ ＥＣＨ４，ａｇｅ ＞ ２０

库龄≤２０ 年 ＥＣＨ４，ａｇｅ≤２０ ＝ （ＦＣＨ４，ａｇｅ≤２０ × ＧＷＰ１００ ａ，ＣＨ４
／ １０００） × ２０

ＦＣＨ４ｒｅｓ，ａｇｅ≤２０ ＝ ∑６

ｊ ＝ １∑
ｎｒｅｓｊ
ｉ ＝ １

ａｉ（ＥＦＣＨ４ａｇｅ≤２０，ｊ·Ａｔoｔａｌ，ｊ，ｉ）

ＦＣＨ４ｄoｗｎｓｔｒｅａｍ，ａｇｅ≤２０ ＝ ∑６

ｊ ＝ １∑
ｎｒｅｓｊ
ｉ ＝ １

ａｉ（ＥＦＣＨ４ａｇｅ≤２０，ｊ·Ａｔoｔａｌ，ｊ，ｉ）·Ｒｄ，ｉ

库龄＞２０ 年 ＥＣＨ４，ａｇｅ ＞ ２０ ＝ （ＦＣＨ４，ａｇｅ ＞ ２０ × ＧＷＰ１００ ａ，ＣＨ４
／ １０００） × （ＳＬ － ２０）

ＦＣＨ４ｒｅｓ，ａｇｅ ＞ ２０ ＝ ∑６

ｊ ＝ １∑
ｎｒｅｓｊ
ｉ ＝ １

ａｉ（ＥＦＣＨ４ａｇｅ ＞ ２０，ｊ·Ａｔoｔａｌ，ｊ，ｉ）

ＦＣＨ４ｄoｗｎｓｔｒｅａｍ，ａｇｅ ＞ ２０ ＝ ∑６

ｊ ＝ １∑
ｎｒｅｓｊ
ｉ ＝ １

ａｉ（ＥＦＣＨ４ａｇｅ ＞ ２０，ｊ·Ａｔoｔａｌ，ｊ，ｉ）·Ｒｄ，ｉ

∗式中，Ｅ 为水库的生命周期碳排放量，ｔ ＣＯ２ｅｑ；ＥＣＯ２
为水库生命周期 ＣＯ２排放量，ｔ ＣＯ２ｅｑ；ＥＣＨ４

为水库生命周期 ＣＨ４排放

量，ｔ ＣＯ２ｅｑ；ＧＷＰ１００ ａ，ＣＨ４
为非化石源 ＣＨ４的 １００ 年全球变暖潜势；ＳＬ 表示水库使用年限，ａ；ｉ 为同一气候区同一类型水体

数量的总和指数；ｊ 为气候区总和指数，ｊ＝ １～６；ｎｒｅｓｊ 表示 ｊ 气候区域库龄＜２０ 年的水库的数量；Ａｔoｔａｌ，ｊ，ｉ表示位于 ｊ 气候区的
ｉ 水库的水面总面积；ＦＣＯ２ｔoｔ

表示土地转化而成的淹没地年均 ＣＯ２排放或吸收总量，ｔ ＣＯ２ ⁃Ｃ ／ ａ；ＥＦＣＯ２ａｇｅ≤２０，ｊ表示位于 ｊ 气
候区且淹没年限未满 ２０ 年的水库的 ＣＯ２排放因子，ｔ ＣＯ２ ⁃Ｃ ／ （ｈｍ２·ａ）；ＭＣＯ２

和 ＭＣ 分别表示 ＣＯ２的相对分子质量和 Ｃ 元

素的相对原子质量；ＦＣＨ４ｔoｔ，ａｇｅ≤２０和 ＦＣＨ４ｔoｔ，ａｇｅ＞２０
分别表示水库库龄≤２０ 年及＞２０ 年时 ＣＨ４的年均排放总量，单位为 ｋｇ

ＣＨ４ ／ ａ；ＦＣＨ４ｒｅｓ
表示 ＣＨ４从水库表面排放的年均排放量，单位为 ｋｇ ＣＨ４ ／ ａ；ＦＣＨ４ｄo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表示在水库内产生但迁移到大坝下

游的 ＣＨ４年均排放量，单位为 ｋｇ ＣＨ４ ／ ａ；ＥＦＣＨ４ａｇｅ≤２０，ｊ和 ＥＦＣＨ４ａｇｅ＞２０，ｊ
分别表示 ｊ 气候区水库库龄≤２０ 年及＞２０ 年时的 ＣＨ４

排放因子，单位为 ｋｇ ＣＨ４ ／ （ｈｍ２·ａ）；ａｉ 表示特定气候带内根据 ｉ 水库的营养状态取值的排放因子调整系数，默认情况
下，ａｉ ＝ １．０；Ｒｄ，ｉ表示大坝下游的 ＣＨ４通量与水库表面的 ＣＨ４通量的比值，默认情况下，Ｒｄ，ｉ ＝ ０．０９。


